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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纪律形成研究

赵建国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及其负责人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并先后两

次发表“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指示,规定对外宣传必须事前请示,服从“党的政策与中

央决定” ,并由宣传部领导“一切对外宣传工作” 。 这是至为重要的宣传纪律,有助于统一全

党思想、政治和组织,并在宣传战中战胜敌人,为赢得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由于不断强化

宣传统一性,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呈现鲜明的纪律化、规范化和组织化特色,为宣传制

度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统一对外宣传” ;事前请示;宣传部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5-00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314)

全面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抗日态度日趋消极,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导致国共关系

和抗战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更广泛与更深刻地展开反敌伪的宣

传战” [1] ;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两面性政策和虚伪的宣传战术,“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

国人民的视听” [1] 。 “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 ,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

传” 。 职是之故,中共中央在 1941 年 5 月正式提出,“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 ,由宣传部领导“一

切对外宣传工作” [2] 。 这是全面抗战时期至为重要的宣传纪律,不仅有利于贯彻党性原则,密切中共

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统一全党思想、政治和组织,赢得宣传战起到关键作用,有力配

合了军事和政治斗争。 不过,此处“对外宣传”主要指向“党外宣传” ,即公开发表全国性宣言,与“党

内宣传”相对应[1] ,范围超越通常所称的国际传播或国外宣传[3] 。 正如邓小平所言,“大大地加强对

外宣传工作” ,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和新闻通讯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
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4] 。 遗憾的是,刘江船、徐丙祥等研究者侧重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

政策及其实践,却忽略“统一对外宣传”在宣传纪律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5-6] 。 基于此,本研究立足于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基础性史料,仔细探究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纪律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其制度保障,进而深入理解我党宣传的纪律化、规范

化和组织化进程,为新时代宣传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统一对外宣传”的历史缘起

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相当重视宣传纪律建设,要求党员“对外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尤其

是在国民党中发表之一切政治言论” ,完全接受党的“指挥和检查” 。[2] 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必须执行

“中央所指示的宣传口号” [7] ,对外宣言“总的原则和态度不能逸出中央宣言之范围” [7] 。 也就是说,
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的言论务必服从于党,“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

党纪律论” [8] 。 伴随革命发展,这种严肃的宣传纪律不断强化,核心要义是听从中央指示,“不可随便

发表意见” [9] 。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致力于“整理全国宣传和鼓动的工作成为一贯的系统” ,逐步完善宣传

报告制度,保障中央在宣传领域的权威[2] 。 对于违反宣传纪律的行为,中共中央往往给予惩戒,《青



年实话》因为攻击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 ,招致严重警告[10] 。 由于高度重视宣传纪律建设,民族革

命运动“受影响于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实巨” [8] 。 种种情形表明,中国共产党借助宣传工作,逐步打开

革命新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继续整肃宣传纪律,指示各级领导干部不得随意对外发表言论。

1937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规定,如果没有得到委派,政治局委员不能以

政治局或全党名义对外发表文件[11] 。 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 明确要

求,书记处书记在对外发表重要文章、讲话和报告之前,必须经过“书记处集体讨论” ,如以书记处名

义对外发表电文,应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签名同意” [11] 。 1938 年 11 月,《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

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文限定,没有组织委托,中央委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

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 [3] 。 这两份草案和一份决定,主旨大体相当,表明中共中央特别注意“防范高

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 [12] 。
不仅高级干部受到严格约束,地方党委与领导干部同样不能随意发表意见。 1938 年 11 月,中共

中央拟定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宣传纪律问题:必须经过其他委员同意,党
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方可发表;有不同意见时,党员可以向上级党委或直接向中央和党的最

高负责人申诉,但不得“在党内党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 [3] 。 这些规则和纪律

保障了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党员在言论与宣传中的一致性,是政治纪律在宣传领域的具体化,较
好执行我党的一贯主张:“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 [8] 重视宣传纪律的原

因在于,全面抗战初期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带来各种弊端,引起党内干部和中共中央的高度

警觉[13] 。
各级党委及其领导干部不仅不可随意表态,而且还应与中央保持一致,尤其是全国性宣言必须

听从中央指示,这是全面抗战时期重要的宣传纪律、工作纪律和政治纪律,更是一种宣传策略,以便

统一宣传口径。 前述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明白指示,对于全国性时事问题,各中央局、中央分

局在“得到中央决议及指令”之后,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3] 。 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
明确指出“关于全国性的宣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 ,各书记处书记对外发表文章及谈

话时,先由“其他书记”过目[14] 。 这类规矩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宣传纪律建设的重要环

节,也是宣传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正如罗迈所说,“党内铁的纪律”就是“党内组织的服从” ,组织

服从的关键在于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执行党的路线[15] 。
为保证思想和组织的团结,1941 年 2 月,中共出台《中央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

内指示的规定》 ,再次重申和细化相关规章:在没有得到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指示之前,各将领

和政治部一律不能发表全国性通电、宣言与对内普遍指示;在紧急情况下,各中央局及各级将领对外

发表全国意义的宣言和通电,应事先请示中央意见,并与“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步骤”保持一致。[9] 这

是首次正式划定全国性通电和宣言的纪律性规则,为统一对外宣传指明了方向,初步奠定事前请示

制度的思想基础。
值得提及的是,各地党报同样“不可随便发表意见” 。 《中宣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

示》提出,各根据地一切报纸杂志必须掌握中央政策,遵守党的原则,防止“任何违反政策与原则的言

论” [2] 。 《解放日报》在改版过程中,毛泽东提醒道:“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

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纸不能有独立性……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 [16] 换而言之,《解放日报》
应该置于中央绝对领导之下,实行事前请示,这“牵连到工作制度,权力问题……为此,必须规定些条

例。” [16] 相关规则和指令契合我党对宣传工作的最初设想,即“一切出版机构”完全服从中央[8] ,接受

中央监督,不得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
遗憾的是,尽管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但依然有部分党员和干部违背中央政策,“对于带有全国性

的政治问题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 [17] 。 比如,王明不经过中央同意,先后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

党对时局宣言》 《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 ,严重威胁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18] 。 项英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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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等人完全自成风气,很少向中央报告“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 [9] ,同时片面夸大皖南特点,
不执行和不着重传达中央指示,“深深种下了尔后皖南惨败的根苗” [19] 。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战

时情况复杂,各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环境之下,这种独立和分散,造成党内某些严重的

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不少同志“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 ,以至于在“某些行动中和

宣传中”直接违反党中央和上级的决定。[20] 中央书记处曾批评山东分局负责人朱瑞,对中央指示不

重视、不讨论,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空洞,反映不出具体情况[21] 。 皖南事变后,各方通电亦有与中

央步骤不相适合的地方,表明“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 。 针对这类情形,中共中央

形成非常清楚的认知:各地在全国性问题上随便发言,属于“不正常的现象” [22] ,“对党是没有益处

的” [17] 。
全面抗战时期的严峻形势,导致各根据地陷入各自为政的宣传困境,迫使中共中央多次警醒各

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时,不请示中央和擅自主张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

的表现” [9] 。 这一指导原则的意义非同寻常,既是重大宣传战略和宣传纪律,也是基本政治规矩,为
统一对外宣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最终被纳入中共七大党章,有效保障了全党意志、行动和组织

的统一。

二、“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工作收获较大,但“严格地说来,党的宣传工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与党组织的

发展是很远的” [1] 。 对此,凯丰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宣传工作在抗战中的重要和作用,已为十个月来

抗战的实践所证明。 同时,抗战的实践,也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无论对国外或国内都做得不够,没有

充分地使用宣传工作的武器,没有充分地发挥宣传工作的效能。” [23] 粟裕也指出:“由于过去不注意

宣传,使我们的群众斗争、生产建设工作成绩不能传播出去。” [24] 尤其严重的是,宣传工作不断出现

偏差,许多违反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论被公开广播,比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
团起义的发表”等。 这类“极端严重的现象” ,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 ,以“慎重

处事”态度,统一对外宣传,可谓势在必行[2] 。 为尽快扭转宣传方面“独立无政府状态” ,中共中央首

先致力于宣传制度和纪律建设。
1941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第一次指示,正式提出“一切对

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

责同志”尤应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军事将领在没有得到中央军委许可之前,也不准对全国性问题公开

发表意见。 这是“统一对外宣传”方面最重要的文件,核心宗旨是重大问题听从中央指示,在中央未

同意之前,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都不得公开发言。 其基本精神与刘少奇所言“关于全国性的宣

言,各地党委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发表”大体相同,主要目标是确保各地服从中央政策和决定,维系“全

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这在党的系列指示和文件中得到很好体现。
不过,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求统一对外宣传,另一方面注意到各根

据地之间的差异,明确指出“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

据本决定第二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的登载是不允许的” [2] 。 也就是说,各根据地宣传工作既要坚持

党性原则,克服“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绝对服从党的政策和中央,又应依据本地实际情况,选择性

地刊载新闻稿件。 加强纪律性不是为了减弱地方的积极性,而是要发扬有条理有系统的积极性。 中

宣部拟定的宣传工作基本原则,在强调必须掌握党的政策和路线之际,同样看重因地制宜,要求宣传

工作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 “区别各种不同情况” “ 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进

行” [2] 。
1941 年 5 月,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和贺龙等,强调“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

下” [25] 。 同年 6 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郑重指出,宣传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

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 ,严格保持言论和行动的一致,才能赢得宣传战,“如果各自为政的不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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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统一的宣传政策的方针,这是非常危险的” [9] 。 同年 7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
告诫各级党委应“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 ,严禁“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 。[26] 同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和左权等人,嘱告说“如阎投敌实现,我们不必急于发表意见,届
时中央当有指示” [25] 。 简言之,全党全军需要汲取张国焘和项英反抗中央导致身败名裂的教训,在
统一意志、行动和纪律的旗帜下,团结成为有组织的整体[26] 。 这种统一给国民党要员留下深刻印

象,吴国桢曾一语中的:“所有共产党的报纸,无论是在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或中国印行,都完全相

同。 它们似乎都属于同一个人,同一个业主,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委会的报纸系列。” [27]

“统一对外宣传”指示发表之后,个别地方没有很好遵守。 1942 年晋东南新华社关于“电请阎锡

山移驻我区及袁晓轩问题”的广播,就不太妥当,中央书记处特意致电彭德怀,指令加强控制,严格执

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 ,对外广播“带有关系全国全党全八路军性质的

文件电文” ,必须事先请示中央[2] 。 罗荣桓自我批评说,山东分局没有认真讨论和贯彻中央指示,部
分领导人随便发表政治见解,甚至在《滨海时报》上提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的口号,违
背党的纪律和政策,而且“这种例子在山东不少” [21] 。

为进一步警示全党全军,1942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根据地统一对外宣传” 的第二次指

示。 该指示特别重视事前请示,要求各根据地领导在发表带有全国、全党、全军性质的文件、电文和

讲演之前,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否则“一律不准任意发表与广播” ,并责令各地“严加约束”报纸

和通讯社,以免“有碍政治步调的齐一” [2] 。 随后,中央书记处再次提醒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

责人,应付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之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 [9] 。 4 月 28 日,刘
少奇致电中央,批评山东根据地“对中央服从不够” ,提议“加强党的建设,改造作风” [21] 。 在相当程

度上,统一对外宣传,使报刊符合党的政策,也是 1942 年我党改造党报的重要缘由之一,只有这样

“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 [2] 。
不过,在两次“统一对外宣传”指示发布之后,各地宣传依然发生若干不符合政策的事件。 为此,

毛泽东在 1942 年 8 月 15 日致电山东分局朱瑞,郑重指出:“常恩多事件,我们不应牵涉在内。 你们

替他发表新闻是不适当的,以后望注意。 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

策。” [21] 与此同时,毛泽东分别致电陈毅、林枫以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求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

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 ,抓紧对通讯社和报纸的领导,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
为保障报刊符合党的政策,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外宣传技巧,“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

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做国共好坏比较” ,并提及“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
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 [1] 。

中共中央两次明确指示,要求“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 ,这是全面抗战时期极其重要的宣传

纪律和指导策略,很好推动各根据地改进宣传工作。 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山东军区通过《关于统一党

报、党刊的决定》 ,由罗荣桓、黎玉、萧华等人组成党报委员会,加强对各类刊物的领导[21] 。 粟裕在苏

中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总结说,“为统一全苏中党的意志与行动及教育全党” ,应“办一个党

报” ,改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24] 。 总体而言,加强宣传纪律,对于党的统一领导具有决定性意

义,可以促使“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 [14] 。

三、“统一于宣传部”

为切实保障对外宣传的统一,中共中央在宣传队伍和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 1941 年

5 月,中共中央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 ,以实现宣传政策的一致[9] 。 不过,最
具影响力的举措是,将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统一于宣传部” 。 中共中央特意指令各地宣传部,积极消

除宣传“无监督无政府”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和区党委要经常检查落实这项工作,加强宣传

领导权[2] 。 换句话说,各地党委必须高度倚重宣传部,为宣传纪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放宽历史视野,“统一于宣传部” 可谓渊源有自,中共中央在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宣传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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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5 月,中央宣传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强调说,“中央的各部之中”应当特别留

意“宣传部和工农部” ,要“从任何机关里征调最有力的同志”充实宣传部[8] 。 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宣

部是宣传与教育之“中枢”和“总汇” ,是贯彻“宣传工作决议案”的主要关节[7] 。 1939 年 5 月,毛泽

东在发言中凸显宣传部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各地方

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 [28]

由于“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 [7] ,中共中央多次呼吁加强宣传部门的队伍建

设。 1939 年 5 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委,增强“宣传部工作” ,在宣传部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统一

领导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大幅度提升“宣传费的比例” [1] 。 次年 10 月,中共中央全面批判“重组织轻

宣传” “把宣传工作看得可有可无”等错误思想,将宣传部与组织部视为同等紧要的领导机关,并拟

定各级宣传部门的建设标准,培养专职宣传干部,确立宣传报告和巡视制度[1] 。 这类情形说明,由宣

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宣传,无疑是水到渠成的正确选择。
为确保宣传部的领导作用,1941 年 6 月,中央宣传部再次督促各地党委,加强宣传部的机构建

设。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白指出,宣传部和组织部是“我党工作中两个

有机的部门” ,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应该“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

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 [9] 。 并重宣传与组织,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

宣传工作顺利展开、宣传战线人才济济的重要原因。 唐纵就此感慨道:“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
都是最优秀的人才。 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 惟本党平日无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则不能

辞其责也。” [29]

在日常工作中,负责对外宣传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台及战报台,亦由宣传部统一领导[2] 。 1941
年 7 月,《中宣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又一次郑重申明,“今后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

关,尤其是宣传部门”必须努力改进宣传工作,而且“报纸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 ,宣传

部负责人直接领导报刊编辑委员会,审查“下级的报纸杂志” 。[2] 次年 4 月,中央书记处指令中央宣传

部,统一审查延安的书报,会同中央出版局等有关部门,决定报刊编辑、出版、发行的方针与计划[9] 。
此外,在大规模群众鼓动工作之前,宣传部应制定计划,召集宣传会议,进行必要准备,以便动员所有

宣传机关及鼓动人员顺利完成任务,并在事后检查成绩,总结经验,纠正“自流主义现象” [1] 。 由此可

见,各级宣传部门是极其关键的,直接影响宣传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宣传部领导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区委和县委的宣传部部长亲自担任《解放日报》通讯

员,与报社取得直接联系,同时组织同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替党报写文章,并负责所在区域的通讯

工作,选定和培训工农通讯员[2] ,借此维系中央和地方的信息网络。 西北局就明确规定,各级宣传部

“应将通讯员的组织和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业务之一,并应定期检查通讯员工作,向西北局和

《解放日报》社汇报” 。 这类措施极大充实了党报内容,“对于解释和宣传西北局的政策,及其在各地

的执行情况,均有显著的成绩” [30] 。 整风运动期间,中宣部责令各级宣传部,营造“活的,生动的,与
实际相联系的工作作风” ,将执行情形和社会反响“随时报告中央宣传部” 。[9] 在相当程度上,宣传部

的自我净化和组织化的群众动员,是最鲜明的活动形式。
其实,宣传部不仅统一领导对外宣传工作,还要统一领导“一切宣传鼓动工作” ,如国民教育、文

化工作和对敌伪宣传等[9] 。 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宣传部不仅负责稿件审查,以保证对外宣传完全

符合党的政策,而且还应与发行部“发生密切的联系” ,推动党报发行和阅读[1] 。 西北局宣传部还负

责清查和登记“边区党政军所管辖的书店、图书馆、阅览室、民众教育馆等” ,严禁反动刊物,审查外来

书报和剧团工作[30] ,这是组织驱动宣传的鲜活例证。 后世研究者将宣传部看作“本世纪①中国共产

主义组织中最有效的部门之一” [31] ,确是有理有据。
在注重宣传部门建设之外,中共中央着手加强根据地党的领导,密切中央与根据地的联系,以便

理顺组织关系,进一步规范宣传工作的领导权。 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

·9·赵建国: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纪律形成研究

①引文中的“本世纪”指 20 世纪。



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重申“统一对外宣传” ,严厉批评擅自发表政见是

“何等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9] 这表明统一对外宣传的实质在于强化

党的一元化领导,因为“敌后斗争更加复杂,组织形式也是更加复杂,特别处于战争分散的局面的情

况中,这种组织形式的复杂是容易引起独立主义的发生的……必须强调党的统一与一元化的

领导。” [13]

宣传的统一让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愈发强劲有力。 1943 年 7 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多篇文

章,批驳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发起“宣传

反击战” ,使得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空前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32] 。 西北局办公厅统战材料

显示,对外宣传品作用相当突出,国民党三十七师某营长声称:“八路军报纸上说的话还是有道理

的” ,洛川绅士看到《评中国之命运》后称赞道:“印得漂亮,说得美” ,不少人看到《新民主主义论》后

认可“毛主席真伟大,真是革命的圣人” [33] 。 对日伪的宣传战亦取得良好效果,“开展敌伪军工作,散
发宣传品往往能得到很大成效,获得较确切的情报” [21] 。 在 1942 年,“山东日军逃亡达六十三人,据
说其中有二十三人曾经打听而没有找到八路军,五十四人自杀,个别敌兵自动出来向我投诚;在战场

上拼命抵抗和不缴枪的现象亦有了改变。 被我俘来之敌兵,愿意说出所属部队之状况,很快接受教

育” 。 这些变化引人注目,罗荣桓由衷赞许:“反战同盟的影响与我宣传方式方法的改善是起到了相当

作用的。” [13]山东根据地对伪军的宣传攻势,以及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宣传,同样取得非常好的传播效

果[13] 。 粟裕也深有感触,在苏中根据地,由于正确开展伪军工作,“使伪军战斗力大大削弱了” [24] 。
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宣传工作领导权,促使延安和其他各根据地协调一致,主动接受中外记者和

国际友人的实地采访,积极对外传播根据地和中共抗战的真实情况,极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

象。 英国记者贝特兰和美国记者王公达等,都热情颂扬抗日根据地[34] 。 1944 年,中外记者团在考察

延安和晋西北等根据地之后,爱泼斯坦、白修道、M·武道、G·斯坦因和派西福拉斯等人在中外报刊

发表《延安印象记》 《我从延安归来》等文章,高度赞美中共抗战,引发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35] 。 周恩

来事后评价说:“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

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 [36]

四、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为改变宣传“独立无政府状态”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

传” 。 这类指示源自建党初期的宣传纪律,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任何关系全国的重大政

治问题,在中央没有发表意见之前,地方党组织“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 [8] 。 宣传工作之所以成为

“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 [37] ,在相当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借助宣传纪律建设,推动宣传制度

化。 既有研究主要侧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六大纪律” ,忽视了作为纪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宣传纪

律[38]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史》同

样很少专门探究宣传纪律建设。 但从实际成效来看,统一对外宣传,全国性宣言听从中央指示,各级

党委及其负责人“不可随便发表意见” ,不仅是极重要的宣传纪律和指导策略,而且是赢得宣传战的

关键。
以宣传统一消除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增进组织一致性,是组织宣传化的重要体现。 与此同时,

“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 ,则使宣传工作呈现极为鲜明的组织化特色。 利用组

织力量驱动宣传,为提升宣传力奠定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组织保障,证明中共中央清晰认识到:“宣传

部是一个头,没有头,怎能把宣传工作做好?” [39] 概言之,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组织化” 和“组织宣传

化”齐头并进,成为我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显著特征,这在统筹内宣和外宣过程中进一步彰显。 1942
年 1 月 26 日,毛泽东拟定《中宣部宣传要点》 ,明确要求“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

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 ,以便“有一个全党的动员” ,“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 ,消除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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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1] ,依然是融合宣传与组织,运用宣传力量推动组织发展。
全面抗战时期宣传纪律建设为日后宣传工作制度化奠定良好基础,尤其是中共中央反复警示各

地党委及其负责人,重大问题必须事先征求中央同意,否则不能任意发表和广播,这让事前请示成为

贯彻“统一对外宣传”的制度和组织保障。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 1948 年 6 月正式确立“宣传工作

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 [20] ,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规范化和纪律化。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宣传工作

成效显著的重要动因,也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严肃宣传纪律,确保正确舆论导向,严格执行请示

报告制度,“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重要舆情动向和新闻事故要及时报告” ,是实实在在的

“新闻出版工作之鉴”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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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manded
 

that
 

all
 

local
 

Party
 

committees
 

and
 

their
 

leaders
 

not
 

express
 

their
 

opinions
 

casually,and
 

twice
 

issued
 

“ unify
 

external
 

propaganda
 

in
 

the
 

Base
 

areas” ,stipulating
 

that
 

foreign
 

publicity
 

must
 

be
 

asked
 

for
 

instructions
 

in
 

advance
 

and
 

obey
 

the
 

“ party􀆳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 Furthermore,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was
 

designated
 

as
 

the
 

leader
 

of
 

" all
 

external
 

propaganda
 

work” . Thi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opaganda
 

strategy,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uni-
fying

 

the
 

ideology,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whole
 

Party,when
 

defeating
 

the
 

enemy
 

in
 

the
 

propaganda
 

war
 

and
 

securing
 

victory
 

in
 

the
 

Full-scal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e
 

to
 

the
 

contin-
uous

 

strengthening
 

of
 

the
 

unity
 

of
 

publicity,the
 

foreign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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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ct
 

char-
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tion,laying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pagand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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